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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LS模型的城市土地政策生态效应研究
——以深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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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快速城市化典型地区——深圳市为例，结合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质量评价模型对城
市土地利用的数量控制和空间控制两类生态政策的生态效应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 在城
市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用地扩张，城市生境面临破碎化增加、连通性降低、生境质量下
降等生态风险，生态政策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生态风险。(2) 数量控制的生态政
策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性，遏制景观破碎化和生境质量下降趋势和增强景观连通性，但
可能造成城市开发强度上升，对城市用地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3) 空间控制的生态政策可
以维护生态用地格局，遏制景观破碎化和生境质量下降趋势，但在维护景观连通性方面作用
有限。(4) 两种政策同时使用会产生协同效应，其效果优于单独使用两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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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发展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对自然生态景观产生了剧烈而深
刻的影响，这一影响又对城市化进程本身构成约束[1-2]。城市发展导致原来的自然环境演变
为自然与人工复合的生态环境，影响区域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等基本功能[1]，导
致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类型变化，对区域气候[2-4]、土壤[5-7]、水环境[8-10]、植被和生物多样
性[11-12]等产生重要影响，引起了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涌现出大量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
价值的研究成果[13-15]。其中，城市土地政策作为城市土地利用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16-17]，被
认为是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18]。

客观预估和评价政策所带来的生态效应，是城市土地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修订过程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研究者在对林地[19]、牧场[20]、农牧交错带[21]、海岸带[22]等具
有典型生态意义区域和耕地保护[23]、生态移民[24]、退耕还林[25]等重要政策实践的研究中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评价政策效应的定量研究方法有两类：一类研究主要通过选取特
征指标，对政策实施前后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如于书霞等以不同时段研究区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价值为依据，分析和评价土地利用政策实施效果[26]；甘超华等构建指标体系评价了
退耕还草等政策对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影响[27]。另一类研究则主要通过情景分析方法，模
拟和比较不同政策的生态后果和效应。如Conway and Lathrop研究了美国新泽西州东南部
海滨城市化地区在四种土地利用模式下生态后果[28]；高晓路和翟国方设定虚拟情景对天津
市沿海地区居民进行政策选择实验，研究政策效果与居民需求和认知之间的关系等[29]。



69卷地 理 学 报

作为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区域，深圳市生态环境已呈现恶化趋势[30]。本研究所关注的深
圳市于2005年颁布实施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 (深圳市人民政府第145号
令)，对生态控制线内土地用途进行了限制，为城市生态政策的制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也引发了关于限制经济发展的争议。本研究尝试采用系统分析方法，通过土地利用变化模
型对深圳市土地政策对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影响进行模拟，进而整体研究土地政策对城市
生态系统的影响，服务深圳市可持续发展实践，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生态系统的协
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深圳市位于中国南疆，广东

省南部，毗邻香港。陆域位置是
113° 46'~114° 37'E， 22° 27'~22° 52'
N (图 1)。东临大亚湾与惠州市相
连，西至珠江口伶仃洋与中山
市、珠海市相望，南至深圳河与
香港毗邻，北与东莞市、惠州市
接壤。全市总面积 2020 km2，属
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区。全境属珠江三角洲，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南部半岛和海湾构成槽形
海湾、陡峭海岸的地貌特征，中部为海岸山脉地貌带，北部为丘陵谷地地带貌。全市平均
海拔 70~120 m。梧桐山为深圳市最高点，海拔 943.7 m。在过去 30年的快速城市化发展
中，深圳经历了深刻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诸多生态用地类型转变为硬质化的城市建设用
地，使得深圳市生态用地在整体上受到蚕食和割裂，同时，生态环境也出现了恶化的
趋势。

为此，深圳市政府于2005年颁布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 (深圳市人民
政府第145号令)，规定一级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集中成片的基本农田
保护区、森林及郊野公园；坡度大于 25%的山地、林地以及特区内海拔超过 50 m，特区
外海拔超过80 m的高地等区域划入基本生态控制线内，严格限制该区域的建设活动。
1.2 数据准备

本研究景观格局底图采用2007年深圳市土地利用详查数据 (图2)，依据本研究需要重
新分类为水体、林地、园地、农地、低强度城市用地、高强度城市用地及其他共七类景
观；高程数据来自 ASTER 卫星解译的数
字高程图；年均降水数据下载自 World
Clim 网站；年均 NDVI 数据下载自 http://
free.vgt.vito.be；道路、行政边界数据来自
中国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人口GPD等社会
经济数据来源于中科院科学数据共享网及
深圳市各类统计年鉴。各基础数据时间均
为 2007年，统一处理为 500 m × 500 m栅
格数据。基本生态控制线数据为深圳市城
市规划委员会 (http：//www.szplan.gov.cn/
szupb/) 公布，并根据公布面积对其进行
修正。

图1 研究区位置
Fig. 1 Study area

图2 深圳市土地利用格局
Fig. 2 Land-use pattern of Shenzh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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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技术方法
1.3.1 土地利用变化模型

在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中，模型是分析和研究土
地利用变化趋势和效应的
重要工具 [31]，为国内外研
究者所广泛重视 [32]。在众
多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
中，土地系统动态模拟
(Dynamics Land System
Simulation，DLS) 模型是
由我国学者邓祥征开发
的 [33]。该模型以区域用地
结构变化模拟和栅格尺度
用地类型分布驱动机理分
析为手段，从宏观和微观
两个方面出发，系统地探
测、表征土地系统演化的时空过程，实现区域土地系统结构变化与演替格局的动态模拟，
可以较好地反映区域社会经济—自然系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符合本研究的研究目标
和数据获取情况。因此，本研究选择DLS模型作为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选取降水、
气温、坡度、海拔、植被、土壤、人口、GDP八个因子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 (表1和
表2)。
1.3.2 土地政策和情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市经历了快速城市化历程。在经济社
会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深圳市生态环境面临极大的压力：城市人口持续高速增长，机动
车保有量快速上升，住房、交通设施和其他基础建设的高需求使得城市建设用地呈持续高
增长态势，耕地锐减、湿地缩减，越来越多的自然河道变为人工河道，土地后备资源匮
乏，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并已开始构成深圳未来发展的制约。为缓解生态压力，深圳城
市管理和规划部门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如1989年编制深圳市最早的保护区专项规
划《广东内伶仃岛——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作为全国试点的2010年《深圳
市绿地系统规划》等。其中，2005年颁布的《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将一级
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 978km2纳入保护控制范围，成为深圳市城市生态政策的里程
碑。

总体看来，从保护生态出发的深圳市城市土地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从数量上控制
建设用地扩张，如各类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另一类从空间上控制建设用
地扩张，如《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等。为全面理清城市土地政策对生态环境
效应的影响，以《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中所制定城市未来土地利用
结构目标，本研究设定了A、B、AB和O四种情景。其中，情景A为只有数量控制政策；
情景B为只有空间控制政策；情景AB为两种政策同时使用；情景O为不使用生态土地政
策，作为对照模式 (表3)。
1.3.3 生态政策效应评估 为全面反映城市土地政策生态效应，本研究从总量评价指标
和空间评价指标两个层面开展分析。其中，总量评价指标通过计算景观格局指数获得。景
观格局指数是定量反映景观格局的重要手段[36]，参考其他学者对城市生态景观[37-41]的研究
成果，选择斑块数量 (NP)、景观形状指数 (LSI)、蔓延度指数 (CONTAG) 和可能连通性
指数 (PC) 4项指标来衡量生态用地景观格局变化，其中，前两个指标主要用于衡量景观

表2 驱动因子及回归系数
Tab. 2 Driving factors and results of regression

驱动因子
降水
气温
坡度
DEM

NDVI

土壤
人口
GDP

常数

水体
-0.002

*

0.014

-0.004

0.005

0.005

-0.002

0.001

-56.511

林地
0.002

-0.161

0.021

0.005

0.038

0.001

0.001

0.001

-8.566

园地
0.001

0.573

0.012

-0.001

-0.016

0.001

-0.001

0.001

-12.011

耕地
-0.003

0.255

-0.002

-0.006

0.012

0.002

-0.001

0.001

-21.933

低强度城市
0.002

*

-0.011

-0.007

-0.02

0.001

0.002

0.001

-0.591

高强度城市
0.004

*

0.006

-0.021

-0.005

0.001

0.001

0.001

-9.386

其他
0.001

*

*

-0.017

-0.067

0.001

0.001

0.001

-9.662

注：*为该驱动因子未通过p < 0.01检验，常数项不需检验。

表1 各土地利用类型转换概率[34-35]

Tab. 1 Interchange probability of each land-use type

转换概率
水体

0

林地
0.8

园地
0.9

耕地
0.8

低强度城市
0.9

高强度城市
0.7

其他
0.7

注：表中，0表示该类用地转换为其他用地的可能最低，1表示该类用地转换为其
他用地的可能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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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程度，后两个指标主要用于衡量景
观连通程度。指数计算由 Fragstats3.3
和Conefor Sensinode2.2软件[42]完成。

本研究选择美国斯坦福大学、世界
自然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开发
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工具 InVEST模型
(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 Model) 计算空间
生态效应 [43]。该模型包括多个独立模
块，可以全面评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在国内外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44-45]。本研究选择
其中的生境质量评价模块，设定高强度城市区、低强度城市区和耕地区三个生境风险来
源，对研究区不同情景模式下生境质量进行空间评估 (表4)。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利用格局变化
为更清晰地反映城市建设用地的变化情况，将原有土地利用类型重新分类为城市用

地 (包括原低强度城市用地和高强度城市用地)、生态用地 (包括原林地、园地和耕地) 和
其他用地 (包括原水体和其他用地) (图3和表5) 可知：

(1) 从各用地类型的数量上看，与初始土地利用格局相比，各情景下的建设用地均有
一定数量的增长，生态用地数量相应减少；耕地减少是生态用地缩减的主要来源，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耕地一般位于适宜建设的平坦区域；就城市用地增长情况看，使用了数量控制
政策后 (情景A和情景AB)，城市用地增长主要表现为高城市建设用地增长，低强度城市
用地增长受到了限制，没有使用数量控制政策的情景 (情景B和情景O) 低强度城市用地增

表3 政策情景设定
Tab. 3 Scenarios setting of policies

情景设置

情景A

情景B

情景AB

情景O

描述

没有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政策；城市用地面积总量保持不变，其中低强度城市用地每年有5%转换为高强
度城市用地；耕地每年减少5%，均转化为非城市用地，其中，减少总量的50%转换为林地，50%转化为园地。

有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政策；按照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从2006年起，为达到2020年
规划目标，林地每年需增加0.1%，草地每年减少1%；耕地每年减少5%，全部转化为城市用地。

有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政策；城市用地面积总量保持不变，其中低强度城市用地每年有5%转换为高强度
城市用地；耕地每年减少5%，均转化为非城市用地，其中，减少总量的50%转换为林地，50%转化为园地。

没有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政策；按照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从2006年起，为达到2020
年规划目标，林地每年需增加0.1%，草地每年减少1%；耕地每年减少5%，全部转化为城市用地。

表4 InVEST模型参数设置[43]

Tab. 4 Parameter setting of InVEST model

威胁

耕地
低强度城市
高强度城市

最大影响
距离 (m)

1000

1500

3000

影响
权重
0.4

0.6

1

距离衰减
形式
线性
线性
线性

敏感性
林地
0.4

0.8

1

园地
0.6

0.8

1

农地
0

0.6

0.8

注：表中，影响权重为0到1的参数，1表示该威胁对生境质量影
响权重最大，敏感性为不同生境类型对某特定威胁影响的敏感
性，1为最大。

图3 土地利用变化情景
Fig. 3 Land-us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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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较为显著，表明数量控制政策在
一定程度上加强土地集约利用
程度。

(2) 从各用地类型的空间分布
上看，与初始土地利用格局相比，
各情景下生态用地均面临破碎化风
险，原有的生态景观格局受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就建设用地扩张趋势
上看，使用了空间控制政策后 (情
景 B 和情景 AB)，生态用地基本框架
没有发生变化，生态控制线内主要的
生态用地斑块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没
有使用空间控制政策的情景 (情景 A
和情景 O)，建设用地增长较为零散，
特别是情景O下，生态用地破碎化较
为严重，表明空间控制政策可以保护重要生态斑块，一定程度上维持景观格局的完整。
2.2 生态效应评价
2.2.1 总量评价指标 从初始土地利用格局和四种情景下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可知：

(1) 与初始土地利用格局相比，四种情景下的 NP 和 LSI 指数均有所上升 (表 6)，
CONTAG和PC指数均有所下降，表明在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土地利用政策不能扭转生态
用地的破碎度上升、连通性下降的趋势，城市生态格局受到城市扩张的影响；但与不采取
任何政策的情景O相比，采用了土地生态政策的三种情景下，景观破碎度上升幅度和连通
性下降幅度较小，表明土地利用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趋势。

(2) 从景观破碎度指标上看，单独采用数量控制政策 (情景A) 斑块数量上升较大，但
斑块形状相对规则，单独采用空间控制政策 (情景B) 则相反，不能明显判别何种政策更
具有优势，但同时采用两种政策 (情景AB) 时，NP指标与情景B基本相同，LSI指标较单
独使用数量或空间控制政策好，表明两种政策在遏制景观破碎度上升方面存在协同作用。

(3) 从景观连通性指标上看，使用了数量控制政策的情景 (情景 A 和情景 AB) 在
CONTAG和PC指标上都要优于未采取数量控制政策的情景，比较情景B和情景O，以及
情景AB和情景A可知，是否采取空间控制政策对维护景观连通性作用并不明显，维持足
够数量的生态用地是确保景观连通性的重要条件。
2.2.2 空间评价指标 根据 InVEST模型计算初始格局和四种情景下的生境质量 (图4)。
在初始格局下，深圳市生境质量较好的区域集中在西南部的南澳半岛、西北部的黄竹坑区

表5 各情景土地利用构成 (%)
Tab. 5 Proportion of land-use types (%)

土地利用类型
水体
林地
园地
耕地
低强度城市
高强度城市
其他

初始情景
5.44

16.75

23.37

16.98

25.30

12.09

0.07

情景A

5.44

17.81

28.83

8.03

25.06

14.77

0.06

情景B

5.44

16.75

23.38

10.89

29.90

13.58

0.06

情景AB

5.44

18.94

24.57

10.89

25.30

14.80

0.06

情景O

5.44

16.75

23.38

9.98

28.21

16.19

0.06

图4 生境质量
Fig. 4 Habitat quality

表6 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
Tab. 6 Results of landscape indices calculation

指数类型
NP

LSI

CONTAG

PC

初始情景
168

9.9207

36.8228

0.1770

情景A

233

11.2500

33.8520

0.1658

情景B

209

11.3963

33.0590

0.1313

情景AB

213

10.9360

34.3816

0.1619

情景O

251

12.4695

31.1619

0.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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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东北部的罗田区域，羊台山、
马峦山、梧桐山、塘朗山等区域位
于城市中心，受到周边人类活动影
响，生境质量次之，而罗湖、福田
等城市功能区生境质量最差。四种
情景下，生境质量格局没有明显
变化。

我们利用 InVEST 模型生境质
量工具计算了各种情景下生境质量
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为清晰反映
变化情况，我们将在初始情景中非
城市用地的栅格按其影响变化的强
度值分为 11类。其中生境威胁下降
或不变，即生境质量变好或不变为一类，其余生态威胁增加的栅格，按变化分数差值大小
平均分为 10类，并出于为实践提供参考依据的考虑，将 10类影响程度分为轻度影响 (3
类)，中度影响 (4类)，重度影响 (3类)。我们分析了不同情景下生境质量变化空间分布
(图5) 和生境质量变化强度的累积曲线(图6)。由图5和图6可知，由于城市用地扩张，生
境质量整体处于下降趋势，仅在情景A与情景AB下有零星栅格生境质量好转。

对比四种情景变化显示：(1) 在情景O下，市域范围内较为重要的龙岗区生态斑块生
境质量下降幅度较大，尤其是葵涌、大鹏等区域，切断了南澳和梧桐山两个优质生态斑块
的连通；(2) 采用了数量控制政策的情景 (情景A)，生境质量下降幅度与未采取控制政策
的对照情景 (情景O) 相比较少，但由于控制数量后，高强度城市用地比例上升较快，因
此在现有城市用地周边，生境质量下降超过情景O；(3) 采用了空间控制政策的情景 (情景
B)，其生境质量也优于对照情景 (情景O)，且与A情景相比，对葵涌、大鹏等地的优质生
境斑块的保护更加明显，在生态控制线内的斑块得到了较好保护；(4) 同时使用数量和空
间控制政策的情景 (情景AB)，其生境质量下降最小，重要斑块的功能也得到了保障。

图5 生境质量变化空间分布
Fig. 5 Pattern of habitat quality change

生境质量变化强度等级

生
境
质
量
变
化
面
积
占
总
面
积
百
分
比

（
%
）

图注：生境质量变化强度等级以1-11级表示，1级为变好或不变，2级为轻度

影响 I级，以此类推，级别增加所代表影响程度加重，11级为重度影响 III级

图6 生境质量变化强度的累积曲线
Fig. 6 Accumulation curves of habitat quality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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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深圳市在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一直位于全国前列，生态控制线政策是深圳市
生态保护政策的典型案例。但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其
中，来自地方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线束缚经济发展的质疑尤为激烈。为了回应各方质
疑，迫切需要权衡某一特定生态政策的经济成本和生态收益，但在二者的权衡上，存在着
一些问题。一是生态效益的衡量。生态效益本身内容较为宽泛，如大气、水、温度等各个
方面均可产生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但就衡量方法上看，由于存在地区差异，难以提出统一
的指标来代替各方面的评价，更无法形成能与经济效益对比的计量单位，因此在衡量上存
在困难；二是生态效益和生态政策的匹配。在生态效益的评价中，生态效益和生态政策间
存在匹配问题。如时间尺度的不匹配，生态政策的实施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上提高
生态效益，难以在短时间体现成果，但由于生态政策实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在很短的
时间内显现；三是生态效益和具体政策行为的不匹配，在城市复杂系统中，生态效益可能
来自自然—社会系统的共同作用，难以与一个特定的政策行为相联系，而经济损失则更容
易归因于某个特定的政策行为；四是利益主体的不匹配，许多类型的生态效益属于公共产
品，如大气质量等，具有非排他性，利益主体为城市居民，但经济效益具有明确的利益主
体。以上问题的存在，使得城市生态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受到较大阻力。

在本文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在下一步研究中改进。主要包括：数据获取较
为困难和基年土地利用使用造成的模拟精度问题。本研究使用了大量空间数据，为提高数
据的有效性，降低了栅格分辨率。此外，2007 年之后深圳市土地利用方式有了很大变
化，此次模拟基于2007年的土地利用详查数据，为了取得更准确的结果，需要采用更精
确的分辨率开展研究，并依据 2010年及其之后的土地利用数据，进一步订正模拟结果；
在政策效益的衡量上，本文更多关注生态效益，对经济效益的关注仍需加强；本研究使用
了比较成熟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质量评价模型，在模型参数设置上多借鉴前人研究成
果。未来，将针对研究区实际情况，对参数进行修正处理。

4 结论

深圳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其生态保护理念和政策也位于全国前列。本文
以深圳市为例，结合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质量评价模型对城市数量控制和空间控制两类生
态政策的生态效应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

(1)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用地扩张，城市生境面临破碎化增加、连通性降
低、生境质量下降等生态风险，生态政策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生态风险。

(2) 在采用数量控制的生态政策情景下 (情景A)，景观格局指数NP和LSI从初始情景
的168和9.92上升至223和11.25，但低于不施加任何生态政策 (情景O，NP为251，LSI为
12.47)；景观格局指数CONTAG (33.85) 和PC (0.17) 较初始情景(36.82和0.18)相比有所降
低，但优于控制情景 (31.16和 0.13)。从空间结果上看，高强度城市用地比例上升较快，
在现有城市用地周边生境质量下降幅度较大。说明数量控制政策可以遏制景观破碎化和生
境质量下降趋势和增强景观连通性，但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性可能造成城市开发强度上
升，对城市用地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3) 在采用空间控制的生态政策情景下(情景 B)，NP (209)、LSI (11.40)、CONTAG
(33.06)也表现出与数量控制政策相似的变化趋势，但表征景观联通性的PC指数 (0.13) 较
情景O改善幅度不大。从空间结果上看，现有的优质生境斑块获得了较好的保护。说明空
间控制的生态政策可以维护生态用地格局，遏制景观破碎化和生境质量下降趋势，但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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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景观连通性方面作用有限。
(4) 同时采用两种政策 (情景AB)，在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上与分别采用两种政策相

近，但在空间结果上表现出生境质量下降最小，重要斑块也同时得到了保障的特点，说明
两种政策同时使用会产生协同效应，其效果优于单独使用两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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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cological effects of urban land policy
based on DLS model:

A case study on Shenzhen City

WU Jiansheng1, 2, FENG Zhe2, GAO Yang3, 4, PENG Jian2

(1.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 Habitat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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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land ecological policy is an important management tool to enhanc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Shenzhen was
chosen as a typical case of rapid urbanization areas. A combination of land-use change and
ecological effect quality model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two types of urban land-
use policies, scale- control policy and space- control polic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habitat fragmentation, connectivity decreasing and
degradation are resources of ecological risks, which can be alleviat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policy. (2) Scale-control policy can enhance landscape connectivity and curb the
trends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and habitat degradation, but it may result in an increase of
the intensity of construction. (3) Space- control policy can maintain ecological land pattern,
and curb the trends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and habitat quality decline, but it can play a
limited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landscape connectivity. (4)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simultaneously implementing the two policies results in better effects than separately
implementing them.
Key words: DLS model; land use policy; ecological effect;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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